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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企业的竞争基础，“强弱易势”成为行业发展常态。同时，企

业家精神作为长期驱动企业发展的内生力量，对后发企业赶超战略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在

这一关键期，后发企业怎样抓紧数字化转型机遇，如何以企业家精神为推手找到符合自身特点

的追赶路径，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数字化背景下，基于技术赶超理论，综合柯兹纳企业家套利理论和熊彼特企业家创新理论，

利用 2007 年至 2020 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以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国

际前沿赶超对象，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后发企业技术赶超的影响，对比分析不同所有制、要

素密集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度条件下的差异化表现，同时构建以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型企

业家精神为中介变量、以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和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的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以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赶超的内在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后发企业技术赶超。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

型对国有制造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知识产权保护度地区企业的技术赶

超促进效应更强。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抑制套利型企业家精神、促进创新型企

业家精神推动企业技术赶超。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套利型企业

家精神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正向调节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技术环境不确

定性负向调节套利型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正向调节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

　　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驱动后发企业技术赶超的机理，为技术赶超理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

实证支撑，研究结果对中国制定数字化发展政策、为以企业家导向的后发企业的技术赶超提供

了经验证据，后发企业要想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不仅应考虑价值的独享性，更应关注价值的

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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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各行各业中企业之

间的竞争格局，数字化转型正逐渐成为引领世界经

济进入新一轮增长的核心动力，为全球后发企业技

术赶超带来全新机遇 [1]。后发企业赶超战略由企业

家意识造就，给予企业对自身战略的感知 [2]。当技术

资源基础薄弱时，后发企业主要通过技术引进、技术

购买和技术模仿等直接利用外部机会的赶超战略对

前沿企业进行追赶，要求企业拥有持续感知外部机

会并进行价值转化的能力，反映在企业家意识层面

即为套利型企业家精神。但随着路径依赖和技术壁

垒问题逐渐凸显，提升创新能力取代外部技术获取

成为后发企业的战略选择，有意识的路径创造是该

阶段后发企业的核心导向，反映在企业家意识层面

即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诚然，企业家精神作为企

业赶超行为更为底层的逻辑，指引着后发企业家赶

超战略的选择。但在数字化转型下，企业家精神也

有可能衍生出全新特征，其对于企业成长性及其在

产业中相对地位变化的影响有待重新验证。此外，

环境依存假说提醒企业家精神的配置应当随着外部

环境的动态变化而相应调整，如此才能为后发企业

持续提供赶超动力 [3]，其实践成效则是环境条件与行

为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显然，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家精神已成为后发企业

实现技术赶超的“典型事实”和“关键变量”。本研

究以赶超理论、柯兹纳企业家精神理论和熊彼特企

业家精神理论为基础，探讨不确定环境下，数字化转

型对企业家精神和技术赶超的作用机制，以期为中

国以企业家导向的后发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打破外

部封锁、实现赶超乃至引领创新提供参考。

 1  相关研究评述

 1.1  数字化转型与技术赶超

长期以来，对前沿企业的技术赶超一直是后发企

业的核心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赶超时机

和技术赶超动力两方面。在赶超时机选择上，已有

研究认为机会窗口来源于技术变革、市场条件变化

或政策制度变化 [4−5]。由数字技术赋能的数字化作为

企业转型升级的一种新的技术  − 经济范式，一方面

技术范式为各行业领域创新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机遇，

另一方面经济范式的创新需求也在不断倒逼企业技

术研发的有效供给 [6]，为后发企业带来技术机会窗口。

而数字化创新生产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又将

冲击原有市场，为后发企业提供嵌入机会的同时，数

字化转型的自生长性和开发性特征又将通过增加消

费盈余以及重塑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市场机会窗

口 [7]。此外，以数字技术为竞争基础的中美贸易摩擦

等关键事件，也为中国迈进全球价值链高端开启了

政策机会窗口 [8]，而技术变革和市场变化同样也需要

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逻辑给予支持。在赶超动力方

面，随着数字技术革新，数字化转型也逐渐被认为是

后发企业追赶过程中的重要引擎。已有研究探讨数

字化转型对后发企业实现颠覆式创新路径、构建动

态能力和标准竞争等 [1,6,9] 多维度的影响，认为以数据

要素为基础、以数字平台为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核

心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是后发企业实现赶超的关键。

然而，相关研究大多仍集中在案例讨论和理论分析

层面，缺少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赶超内在作用机制的

进一步探讨和实证支撑。

 1.2  企业家精神与技术赶超

如前所述，数字化转型已为后发企业技术赶超开

启了较为完备的机会窗口，同时展现出对后发企业

技术赶超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但近年来，一些学者

认为机会和动力视角可能过于强调外部因素，反而

忽略了组织内部因素对企业追赶绩效的作用 [10]。一

方面，基于追赶的研究中充满了被有效抓住的机会

窗口的例子，这可能引起一种含蓄的信念，即任何机

会窗口都会被感知并付诸行动。相应地，后发企业

的企业家精神和行为被视为弥合后发企业与领先企

业技术差距、实现赶超提升的关键机制。徐雨森等 [11]

高度强调企业家的视野、市场感知和技术搜索对创

新追赶中辨识和捕获机会窗口的成败至关重要；李

敏等 [2] 认为企业家精神表现的进击或保守的属性对

后发企业战略选择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可见，企

业家通过机会警觉和创新战略影响企业的技术赶超，

且不同类型的企业家精神与技术赶超之间的作用机

制还不明确。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表明，环境动态观

和环境依存假说强调，后发企业要想获得比前沿企

业更快的发展速度，其制定的赶超战略决策需要与

外部环境状态相互匹配 [12−13]，其机制表现为外部环境

的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决策制定者和参与者等微观经

济主体的心理预期、信心等，对其决策偏好产生影

响 [14]。尤其在当下数字技术革命、国际关系紧张和

新冠疫情等多维影响下，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的不

确定将成为当前企业发展的基本情景 [15]。但是，目

前的研究往往缺乏对多水平关联机理的一个交互角

度的观测，更多地使用了技术追赶的逻辑来应对并

进行剖析 [16]，仍然缺少对企业内外部创新因素的相

互作用及其演化动力机制的解释。实际上，在同样

或者类似的技术或者市场环境下，后发企业与技术

前沿企业之间的竞争结果会大相径庭。

 1.3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家精神

已有研究主要从数字技术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角度诠释数字化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变革趋势。当前

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人为本”的数字

技术影响下的创业活动。以创新、平等、互联为属

性特征的数字技术与企业家精神具有本质上的趋同

性，在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加快信息交流和思想传

播、促进知识溢出等渠道培育更多机会的同时 [17]，经

由更开放、更广泛、更公平地获取资源形成良性的

竞争和创新环境 [18]，使原本在追求市场机会中的劣

势群体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潜力 [19]。二是数字化情景

塑造的组织或团队整合内外部价值资源的心性或行

为。一方面，企业家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和服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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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企业，在拓展创业活动边界的同时，借助数字

化的互联性和共享性抵消创业风险，增强了企业家

创业动机 [15]；另一方面，数字化环境的强渗透性和开

放性强化了知识溢出效应，促使企业家彼此之间思

想观点的相互碰撞和融合，激发了企业家创新思

维 [20]。

综上所述，鉴于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家精神对企业

技术赶超的直接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的中介角色，

企业家精神对数字化转型与技术赶超之间关系的中

介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构建不确

定环境下，数字化转型、企业家精神与中国后发企业

技术赶超关系的整合研究框架，基于企业家精神视

角探索数字化转型对后发企业技术赶超的作用机制，

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以上三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数字化转型与技术赶超

基于进入壁垒理论，技术、技术标准和成本等进

入壁垒是阻碍后发企业进入市场竞争的关键 [21]。因

此，本研究分析技术、技术标准和成本 3 个维度的技

术赶超壁垒，提出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破除后发企业

技术赶超壁垒的路径，为分析技术赶超的新机制奠

定基础。

首先，由于技术通常具有缄默性和模糊性，后发

企业要对前沿企业的技术进行解密、吸收和模仿都

会碰到很多障碍，纵然可以破译，但因为跟随时间迟

滞和反向破解仅限于局部领域，也会造成前沿企业

成为相当一段时期内技术的唯一供给方 [21]，抬高技

术壁垒。数字化转型下，信息和数据跨时空传播的

特质打破了物理资源的壁垒，为企业连通了更多互

补资源 [22]，进一步提升了企业之间技术扩散效应，扩

大了企业资源接触广度，提高了资源交换、组合和集

成效率。尤其对后发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使其获

得了全球范围内更多更为优质和前沿的技术资源，

为后发企业克服技术壁垒提供了新的可行性路径。

其次，先后进入的技术标准竞争意味着前沿企业的

在位技术依靠其安装基础经常可以将后发企业的新

技术“锁出”市场，并将消费者“锁定”于在位技术 [23]，

后发企业只能被迫遵从和跟随。但借助数字平台跨

企业、跨产业的创新形式，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

已有市场分割的困境 [24]，而市场格局的改变将弱化

企业之间的边界，使后发企业有机会作为重要参与

者与国际前沿企业共同制定技术和市场标准，谋求

与在位技术标准的兼容，进而为自身赶超带来机会。

最后，多数基于先发优势的研究认为，前沿企业早期

积累的规模优势和生产经验构筑起了成本壁垒 [21]。

数字化转型的成本节约效应成为消除这一壁垒的关

键，企业利用成本更低的机器人取代低端劳动力来

降低劳动成本 [25]；利用数字仿真技术精准模拟实验

参数以达成实验目标，降低研发成本 [26]；利用大数据

提高企业与用户以及供应链上下游的匹配效率，降

低供应链成本和沟通成本。后发企业在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后，不但有机会与前沿企业共同参与市场

竞争，其节省的成本也能投资到价值更高的研发创

新活动，为技术赶超提供支持。因此，本研究提出假

设。

H1 数字化转型对后发企业技术赶超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

 2.2  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

 2.2.1  数字化转型、套利型企业家精神与技术赶超

柯兹纳式套利型企业家精神认为，企业家行为的

本质就是对未被认识到的市场机会保持警觉，通过

及时发现并充分利用更有价值的潜在机会 [27]，对市

场进行纠正和调整以实现均衡 [28]，据此获得的利润

正是对发现机会的回报。可见，套利型企业家精神

的首要能力就是对机会的敏锐性。拓展至技术赶超

领域，技术变革、商业周期变化和政策调整为企业技

术赶超提供了潜在机会 [29]，而当以技术赶超为目标，

使用资本的生产方式在机会可得时发现，机会窗口

并不每次都能够被有效转化为赶超绩效。换而言之，

机会窗口对赶超可能只是必要不充分条件。后发企

业需要构建技术能力体系，或者说后发企业可能需

要内化机会窗口，这取决于各类参与者通过相互连

贯的方式利用搜寻指导 (guidance of the search) 过程的

能力 [30]。对此，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将推动后发企业

基于潜在机会的开发要求对组织进行能力积累和战

略更新。当机会窗口出现时，搜索、选择、获取能力

共同决定了企业能否基于自身需求及时识别机会窗

口，有助于企业洞察市场变化趋势、获取市场情况，

更准确地预测技术的性质和商业潜力 [31]。而套利型

企业家精神作为知识有效搜索和利用的有意识感知，

实质是企业置身于知识信息洪流中，将关键知识与

自身感知进行匹配。具备套利型企业家精神的认知

会对市场机遇保持敏感，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通过

有意识地对感知的关键资源和信息进行整合加工，

成功识别出其中隐藏的赶超机会，从而有利于组织

技术能力的提升和积累，使外部机会与技术能力相

互耦合，获得其他竞争者察觉不到的赶超优势。不

仅如此，由于机会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和可模仿性 [32]，

一旦被发现，潜在的企业家同样能够凭借套利型企

业家精神通过对创新的模仿，以更低的技术进入壁

垒和成本投入等后发优势，即通过技术模仿迅速开

展新一轮的技术赶超。

数字化转型为套利型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了

多方位的支撑。首先，数字化转型强化了套利型企

业家精神的套利潜力。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了

时刻获取大量利益相关者分享的知识，进而不断扩

展理解市场信息的覆盖范围和延展深度，使原本在

寻求赶超机会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后发企业同样

可以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其对机会的认知提供

了积极的心理表征 [33]，强化了企业的套利型企业家

精神。同时，由于数字化转型使企业的生产方式发

生变革，其催生出的数字业态、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

不断刺激市场范围的扩张，这也为潜在的套利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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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精神提供了发挥空间 [29]。其次，数字化转型减

弱了套利型企业家精神的套利风险。对于处在技术

赶超这一特定情景下的个人，在进行套利决策时需

要应对多方面的风险，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套利型企

业家精神的应用。但数字化转型能够将错综复杂的

信息资源进行筛选整合，为企业家套利提供可循依

据；而且，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实时反馈机制也能帮助

企业家对战略及时调整纠偏 [34]，帮助企业家摆脱经

验型决策。从而在作出决策和决策实施两方面同时

降低企业家套利风险，激发企业家在自我承受能力

的范围内释放套利型企业家精神。最后，数字化转

型降低了套利型企业家精神的套利成本。节约成本

主要体现为信息的搜寻成本的节约，数字技术将信

息全部数字化处理并发布在数字平台上，潜在的套

利者只需通过网络就能够获取所需的信息，并完成

调研分析，大幅度降低了搜寻成本，提高了搜寻效率。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a 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套利型企业家精神促进

后发企业技术赶超。

 2.2.2  数字化转型、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与技术赶超

熊彼特式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与寻求机会进行跟

随式模仿套利并恢复市场均衡的柯兹纳式套利型企

业家精神不同，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强调的是“创造性

破坏”过程，以企业家驱动的创新不断打破现有的市

场均衡，通过创造并应用新的知识来获取“熊彼特

租” [32]。借鉴行为科学理论，动机和能力是影响组织

赶超行为的重要因素 [35]。基于动机因素，因为技术

追赶要求不断地用知识创造来减少对路径的依赖性，

避免落入“赶超陷阱”，所以往往会出现突破已有技

术标准的创新活动 [36]。而通过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有

意识地“路径创造”，后发企业能够及时突破既有技

术惯例，减少在原有技术规范的基础上开展的低价

值复制性创新，修正并推进技术赶超方向和进程。

这也进一步要求后发企业建立包含整合、吸收、自

主研发等技术能力的体系。基于能力因素，在创新

认知下，创新型企业家精神试图通过激活技术能力

存量和促进技术能力增长对后发企业进行能力积累。

根据魏江等 [37] 的观点，技术能力的本质是技术知识。

一方面，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不仅创造新知识，同时还

对新旧技术知识开展融合和迭代，可以持续更新活

化企业的技术知识存量，激发新的创新思维，进而推

动企业做出开发新技术并追求该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等赶超行为 [38]。另一方面，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也有

助于将集成的技术中蕴含的知识进行同化和吸收，

并进一步通过改进或研发手段促使企业产生与现有

解决方案不同的创新成果，通过提高创新型企业家

精神构成的技术能力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这

对新技术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而新知识、新技

术在被创造初期通常具有较高复杂性，能够在短期

内实现垄断，从而也可以为后发企业提供一个宝贵

的专属赶超窗口，借此快速缩短与前沿企业的技术

差距。

数字化转型同样赋予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发展新

动能，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动态交互

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①数字化转型催生了企业家

创新思维。从创新认知视角观察，数字化转型打破

了企业原有的发展理念，其具备的价值和路径创造

属性与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创新精髓在本质上是一

致的，有利于强调充分释放内在的创新型企业家精

神。另外，数字化转型加大了知识溢出效应 [15]，企业

家不仅能够获取更为前沿的知识，而且能够促进沟

通交流，促使彼此思想观点相互碰撞，催生出新的思

想观点和思维模式。②数字化转型优化了企业家创

新方式。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  − 经济范

式，提高了企业创新的效率，有助于激励企业家开展

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使创新资

源的组合方法从原来的线上与线下的简单叠加，变

成了线上与线下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创新资源

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简化了创新流程，

企业家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创新过程和结果的全

面模拟 [30]，显著降低了企业家开展创新活动的困难

程度。③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家构建了开放的创新环

境。数字化转型通过弱化企业与环境以及企业与企

业之间的边界，为企业营造了一个跨界、高效、开放

性的创新氛围 [39]。在开放式环境中，多主体共同参

与到企业创新活动中，围绕共性技术问题开展创新

协作，充分利用协作的优势，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有效调动并激发企业家积极创新的主动性。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H2b 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促进

后发企业技术赶超。

 2.3  不确定环境下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

环境不确定性被用来描述企业外部环境无规则

运动产生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这种随机变动

将影响企业家对当前和未来环境的感知和意识状

态 [40] 以及后续决策行为 [41]。结合 KNIGHT[42] 提出的

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即通过面对和承担外部环境的

不确定性并由此获取利润来看，不确定性才是企业

家利润的来源。因此，将环境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

是探究企业家精神对数字化转型促进技术赶超的必

然选择。根据 JAWORSKI et al.[43] 的定义，环境不确

定性主要来源于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的不确定性。

对于后发企业，不确定的环境既是机遇也是威胁，企

业家依据外部环境调整发展战略和创新行为正是企

业得以生存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2.3.1  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正如 KNIGHT[42] 所说，不确定性才是企业家利润

的来源。不确定的市场环境意味着当前的市场导向

和消费者偏好正经历快速变动，这种不均衡的状态

能够为企业家产生“套利”机会。后发企业可以发

挥套利型企业家精神，以更短的学习曲线和对市场

更进一步的理解获得难得的机会来实现赶超 [12]，其

中就存在在稳定市场环境下套利能力较弱导致难以

识别机会开展技术赶超的企业。虽然套利机会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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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为套利型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较为充分的前提

条件。但是，只有当潜在的企业家跨越了某种不确

定的界限，并且愿意承担这种不确定的后果，才会产

生套利行为 [44]。由于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强调对现有

知识和技术的利用，而随着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增

强，以往的决策经验难以支撑当下激烈变动的竞争

态势，企业家无法准确识别企业所需的机会窗口和

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促使许多企业家仍会把当下作

为未来的指引，试图寻找一种能够模仿的组织或行

为模式来确保获取最低要求的市场规模，这也就导

致企业分身乏术，难以有效识别潜在的消费者需求，

使企业身处丧失潜在竞争优势和市场机会的风险当

中，最终表现为对风险的规避，即抑制套利型企业家

精神的发挥。此外，为了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市场信

息中找到适合自身的赶超机会，企业家需要花费更

高的搜寻成本和沟通成本进行信息的筛选处理并进

行决策，这同样会抑制企业家对风险的承担意愿。

对于强调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后发企业，在高市

场环境不确定条件下，随着消费群体的多样化、差异

化发展，为创业企业实现技术追赶带来强劲的驱动。

随着市场的不断波动，消费者的要求也在不断改变，

原有产品的价值将随着变化快速贬值，此时消费者

更倾向于全新的、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 [45]。而创新

型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目标是要进行新知识的创造、

新产品的设计和新市场的开拓。与此同时，对于同

样处在高不确定性市场环境中的前沿企业，由于前

沿企业基于现有战略和经营模式发展起来的已有组

织结构和程序非常难以改变，且拥有了相对稳定和

大批量的市场需求，因此更容易受到不确定市场环

境的冲击，出现由于新市场的份额小于企业当前经

营的主流市场而选择放弃的情形 [29]。因此，面对“在

位者约束”，后发企业需要充分发挥创新型企业家精

神，借机抢占没有被前沿企业占领的消费群体和市

场。另外，由于高不确定市场环境下的新偏好具有

高度敏感的特性，而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指导下的行

为能够提供不同于现有的产品和服务 [46]，使消费者

形成未来的偏好，增强消费者粘性，容易帮助后发企

业获取市场份额或抢占新市场，从而建立竞争优势

实现赶超。此外，高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也意味着产

品淘汰速度更快，后发企业基于原有产品、技术和服

务建立起的相对优势可能会由于竞争对手发布的新

产品而快速丧失 [47]，这就要求后发企业在不确定的

市场环境下将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持续作为企业技术

赶超的指引。而在市场环境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下，

消费者偏好和需求变化波动相对平缓，企业之间的

竞争主要是满足市场需求的效率，后发企业更倾向

于对现有技术和产品进行改进，缺乏对其进行知识

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制约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弱化其对技术赶超行为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H3a 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在数

字化转型与后发企业技术赶超之间的中介效应 (后

半程 ) 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H3b 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数

字化转型与后发企业技术赶超之间的中介效应 (后
半程 ) 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2.3.2  技术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高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下，行业技术更迭速度更快，

产品技术生命周期缩短 [43]，后发企业面临不断升级

新技术的挑战。这对于强调利用现有技术和知识进

行模仿套利的套利型企业家精神而言，将会抑制其

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尽管不确定的技术环境有可

能为企业家套利提供技术机会，但技术套利机会不

同于市场套利机会，技术具备的强烈私有性特征意

味着技术机会不可能像市场机会那样对处在市场中

的所有企业都是公开、平等的。在技术环境高度动

荡且难以预测的情景下，无论是后发企业还是前沿

企业，均会强调对自身专利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提高

技术转移成本，以应对技术环境不确定的风险 [48]，尤

其是涉及关键核心技术的成果。因此，能被后发企

业套利型企业家精神识别到的机会大概率是对前沿

企业已不再具备创新潜力的技术机会，即使机会符

合企业家套利要求，也很难真正转化为赶超绩效。

而且对于资源基础薄弱的后发企业，这种机会反而

可能是一种陷入“赶超陷阱”的威胁 [48]。另一方面，

由于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后发企业希望利用套利

型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成果进行模仿套利，因而

建立竞争优势的时间和机会窗口也随之减少 [49]，甚

至出现对技术进行模仿套利过程中该项技术就被淘

汰的情况，难以形成有效的可持续性追赶。无法及

时响应企业发展所需的技术需求，套利型企业家精

神难以再对企业技术赶超提供有效指导，造成企业

在技术变革中落后并逐渐丧失市场地位，最终进一

步拉大与前沿企业的技术差距。即便后发企业在动

荡的技术环境中成功抓住了机会窗口并快速开展了

赶超，其获得的“企业家利润”也会大打折扣，此时

没能抓住机会的后发企业面临的竞争优势丧失反而

可能相对较少。而在技术环境相对稳定的状态下，

企业面临的知识吸收和创造的压力较小，现有的技

术和知识不存在较大的时滞性，能够支持企业家筛

选识别哪一种技术更有利于企业实现技术赶超，企

业家也相对拥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吸收和转化技术成

果，能够充分发挥模仿套利的追赶效应。

动荡的技术环境抬高了套利型企业家精神识别

创新成果的“门槛”，反而为以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

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发挥空间。当技术环境不

确定性较高时，面对技术迅速更新和技术生命周期

缩短，后发企业凭借后发优势建立的创新优势快速

收缩。为响应后发企业技术赶超对新技术的需求，

企业必须开展技术创新。而企业创新行为的产生依

赖于创新意愿，创新意愿又受到企业家对创新认知

的影响 [38]。因此，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始终将创新发

展置于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重视创新活动对于建

立竞争优势的关键作用，而企业对技术创新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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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有助于形成开发全新技术的动力。在这种情

况下，要求后发企业不断强调实践创新型企业家精

神，才能在实践当中重视对未知领域的开拓，思考全

新技术解决方案，才有可能不被市场淘汰，从而有机

会使研发、生产和营销水平赶超前沿企业，通过若干

个相对短暂的竞争优势累积出长久优势 [50]。而且，

在不稳定的技术环境中，企业对现状的把握和对未

来的预测均十分有限，企业需要不断从外部融合发

展新的异质性知识资源，如此一来势必会对企业新

技术的整合、学习、吸收等能力和组织的柔性提出

更高的要求。此时，基于创新型企业家精神认知下

构建的技术能力体系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巨大的默

会知识和显性知识 [51]，提升企业针对技术变化的敏

感度和灵活性，帮助后发企业快速聚焦于新的创新

焦点，并缩短新技术的学习曲线，加速赶超进程。而

当技术环境不确定性较弱时，尽管将主要精力投入

到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中也有可能为企业带来全新的

知识，但相应地，由于知识产品化和价值化的速度有

所降低，会导致后发企业价值实现的周期被拉长，不

利于后发企业推进技术赶超的进程，而且更有可能

诱发企业陷入“能力刚性”。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a 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对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在数

字化转型与后发企业技术赶超之间的中介效应 (后
半程 ) 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H4b 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数

字化转型与后发企业技术赶超之间的中介效应 (后
半程 ) 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研究构建理论

模型，见图 1。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促进重要产业领域

实现对世界前沿的赶超将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而制造业领域的赶超是重中之重。因

此，本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由

于本研究数据来自国内外两部分，中国数据根据证

监会 2012 版行业分类标准进行筛选，国外数据根据

美国标准行业分类 (US SIC) 标准进行筛选，两者在细

分行业领域并不能一一对应，为了确保技术赶超指

标测算结果的科学性，本研究根据行业特征以 US
SIC 为基础通过人工分类筛选的方法重新整理了制

造业的细分行业。根据整理出的新行业分类标准，

本研究在 BVD-OSIRIS 全球上市公司分析数据库中

选取 2007 年至 2020 年中国和国际前沿制造企业样

本。在计算得到技术赶超指标数据后对样本进行处

理，剔除非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样本，如果在研

究期间样本存在属于非制造业行业的情况则予以剔

除，剔除关键变量缺失严重的样本，剔除 ST 和 *ST 的

样本，剔除研究期间退市的样本，剔除研究期间数据

不足 5 年的样本。经处理后发现，废气资源综合利用

业以及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样本量过少，故

剔除，最终得到 8 031 个样本量。同时，本研究对所

有连续变量进行双边 1% 的缩尾处理。除技术赶超

指标测算数据，其他企业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

库，企业年报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企业专利数据主

要来自同花顺数据库，期间使用国泰安数据库和万

德数据库进行交叉验证和补充，并人工筛选剔除具

有明显偏差的企业样本。

 3.2  变量测量

 3.2.1  被解释变量：技术赶超

无论是在国家、产业还是企业层面，往往难以直

接测量技术赶超效果，相关研究大多根据观察后发

企业与前沿企业之间技术差距的变化间接测量技术

赶超的效果。对技术差距的测量学术界尚未达成共

识，且目前大部分研究是从产业、地区或国家层面进

行测量。关于技术差距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技术

投入、技术产出和技术成就等方面，在具体指标选取

上分别有全要素生产率 [52]、研发投入 [53]、人均 GDP[54]

和专利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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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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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已有研究，鉴于本研究主要从企业层面考虑

中国后发企业与同产业领先企业的技术差距，所以

选取侧重技术进步差距的指标。原因在于：①中国

企业创新投入中可能包含了非企业投入部分 (如政

府补贴 )，且投入指标难以反映企业的技术水平变化；

②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与科技先进的发达国家存

在巨大的人口基础差异，人均指标可比性较低；③科

技成果指标要求收集海量的数据，但无论是中国的

资料库还是世界范围内公开发行的企业资料库，都

很难为这些企业提供可靠的数据，且由于技术复杂

度或研发效率等原因缺乏较好的可比性。而不论国

内外新产品、研发投入和专利差别有多大，最终都要

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指标上 [55]。因此，本研究

借鉴 ALBRIZIO et al.[52] 的研究，通过测量中国制造业

企业与国际前沿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测量

技术赶超。具体计算时，先分别计算样本企业和同

产业国际领先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再用国际最高

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除以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来测量。

李林等 [56] 通过专利数据比较了美国、德国、日

本和中国在子领域不同阶段的技术优势分布，发现

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关键核心领域的制造技术都具

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因此，本研究将美国、日本和德

国的制造业技术水平视为国际前沿，作为中国制造

业企业技术赶超的对象。技术赶超的计算公式为

Gapi, j,t =
TFP99

j,t

TFPi, j,t
(1)

TFP99
j,t

TFPi, j,t

Gapi, j,t

其中， i 为中国企业， j 为行业， t 为年，Gap 为技术赶

超， 为 j 行业中国际前沿企业在 t 年 99 分位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 为 j 行业中 i 企业在 t 年的实际

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方法允许技术前沿企业随着时

间的推移发生变化，而选择 99 分位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作为反映该行业的前沿技术水平是为了防止极端

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越小，说明 i 企业与其

所在的 j 行业的技术前沿差距越小。

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量方法选择上，本研究选

择在变量选取上更加灵活的 LP 半参数估计方法。

其中，用企业营业收入的对数测量产出，用企业固定

资产净额的对数测量资本投入，用企业员工人数的

对数测量劳动投入，用原材料投入的对数测量中间

投入。数据来自 BVD-OSIRIS 全球上市公司分析数

据库。

 3.2.2  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

本研究参考吴非等 [57]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量

方法，利用 Python 对上市企业年报中涉及数字化转

型的信息进行挖掘。企业年报中披露的信息往往具

有时滞性和前瞻性，反映企业对过去绩效的总结以

及对未来发展的规划，并非当期数字化转型的结果。

因此，在实证分析部分将通过后置解释变量和前置

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数

字化转型的计算公式为

Dig= ln(1+
文本内容中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总频数×100

文本内容总词数
)

(2)
其中，Dig 为数字化转型。

 3.2.3  中介变量

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测量指标，已有研究大都以雇

佣率、所有权比率和专利数量等宏观层面数据作为

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的代理变量，然而这并不符合

微观企业的特点。因此，本研究构建企业层面的企

业家精神综合指标体系。

(1) 套利型企业家精神。本研究借鉴 COVIN et
al.[58] 和 HUNG[59] 关于企业家精神表现的框架结构，

根据 COVIN et al.[58] 提出的企业层面企业家精神测量

指标体系的 C-S 模型，从企业目标决策和企业表现两

方面构建套利型企业家精神综合指标。①企业目标

决策是描述企业在长期市场份额持续增长与短期销

售利润之间进行动态权衡的整体策略和决策能力，

目标决策的建立和实施依赖于企业对需求的发掘、

对机会的把握，以及对更新产品、提升运营流程所需

的信息和知识的获取 [60]，倾向于长远市场份额的目

标决策代表企业家对外部机会具有较强的识别和把

控能力，企业家能够先于竞争对手利用这些机会进

行长远投资，最终获得较高的市场回报，在财务上表

现为大量的投资 [61]。在这一指标的量化处理上，刘

亮 [62] 认为目标决策最终还是要以企业的产出和收益

为目的，并根据生产函数将其标准化为人均固定资

产。本研究在这一基础上，考虑到无形资产的性质

和回报周期同样符合对长远目标决策的标准，因此

将无形资产也纳入对企业目标决策的刻画。综上，

在具体指标选取上，参考刘亮 [62] 和宋玉禄等 [63] 的研

究，本研究采用长远战略决策变量人均固定资产和

人均无形资产测量企业目标决策。②企业表现是企

业通过目标决策取得的成果或能力的提高，HITT et
al.[64] 认为，通过低成本、高质量、高时效性的决策战

略，能够提高企业对机遇的认识，并将其结果作为销

售收益来测量。因此，企业表现可以被认为是企业

家精神目标决策的成果。C-S 模型利用财务指标对

其进行界定，认为企业表现体现为增长和获利两个

方面，即销售收入增长、资产收益或利润上升 [58]。而

经济增加值是全面衡量企业生产经营真正盈利或创

造价值的一个指标，与传统财务核算的利润指标相

比，在资本利用率和价值创造等方面具有更高的参

考价值。因此，本研究利用人均经济增加值测量企

业表现。详细指标定义见表 1。
(2) 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参考时鹏程等 [65] 的研究，

考虑从企业家精神的三层次理论构建包含战略创新、

组织创新、经营创新和技术创新 4 个维度的创新型

企业家精神综合指标。战略层次的企业家精神与战

略经营理念相结合提出的战略创新是创新型企业家

精神的主导维度之一 [65]，主要表现要素为企业承担

风险能力和战略调整的灵活度，财务目标强调现金

流，要加强资产运作，减少负债，降低风险 [66−67]。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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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周先平等 [68] 的研究，本研究选择企业流动比率测

量战略创新，通常认为流动比率越高，企业资产的流

动性越大，表明企业有足够变现的资产用于战略调

整和抵抗风险。在组织和管理层面上的创新需要企

业家考虑到企业内部的创新机制，并使之与外部的

市场环境保持一致，该层次具体包含了组织创新和

经营创新两方面主导要素。组织创新带来的内部效

率提升不仅能够使可利用资源的使用效率达到最大

化，还可以激励员工充分发挥潜能，这是企业形成核

心竞争力、维系持续发展的关键。组织创新主要表

现要素为组织管理效率 [69]，根据杨春等 [70] 和冯南平

等 [71] 对企业组织效率的评价方法，在指标体系构建

中均强调总资产周转率对评价的重要性，认为资产

的利用效率和周转速度越高表明企业在组织管理中

的效率越高。因此，本研究选择总资产周转率测量

组织创新。经营创新是与企业家是否能够成功并有

效地对组织进行经营管理有关的重要因素，是企业

家精神转化为物质利益的主要动力 [65]，主要表现要

素为营销手段的开发力度 [66]，利润率则是其直接且

较为外显的表现。因此，本研究选择利润率测量经

营创新。时鹏程等 [65] 的研究中将技术创新纳入经营

创新，本研究以技术赶超为目标，技术创新与技术赶

超可能单独具有更强的关联度，是企业技术研发储

备能力和创新意识的体现。因此，将技术创新单独

作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维度，具体指标选取

参考彭中文等 [72] 的研究，用研发强度进行测量。由

于三层次理论中的个体层次强调企业家的心理特征，

不符合本研究目标，故不纳入指标体系。详细指标

定义见表 1。
基于上述指标，本研究借鉴张建民等 [73]对企业家

精神的量化方法，采用熵值法分别对套利型企业家

精神和创新型企业家精神进行测量。

 3.2.4  调节变量：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和技术环境不确

定性

市场环境的无规则变化必然导致企业核心业务

的波动，并最终反映在企业营业收入波动上。本研

究借鉴申慧慧等 [74] 的方法，通过估计企业过去 5 年

非正常营业收入，构建经行业调整的市场环境不确

定性。采取同样的方法计算技术环境不确定性，指

标数据采用企业专利获取数量，最终测得技术环境

不确定性。

 3.2.5  控制变量

为缓解遗漏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研究选取

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资

产收益率、资产流通率和企业所有权性质作为控制

变量，表 2 给出各变量定义。

 3.3  模型设定

为验证 H1，根据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赶超的

直接效应，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即

Gapi, j,t = α0 +α1Digi,t +
∑
αmConi,t +

λ j +λt +λp + ξ
1
i, j,t (3)

Coni,t λ j λt

λp α0 α1

αm ξ1
i, j,t

α1

其中，  为控制变量；  为行业固定效应，  为年

份固定效应，  为省份固定效应；  为常数项，   ~
 为回归系数，m = 2,… ,8；  为随机误差项。本研

究中 Gap 为负向指标，因此当  < 0 时，表明数字化

转型缩小了后发企业与行业前沿企业之间的技术差

距，即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技术赶超。

在 (1) 式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H2a

和 H2b。具体模型为

Arbi,t/Inni,t = β0 +β1Digi,t +
∑
βmConi,t +

λ j +λt +λp + ξ
2
i,t (4)

Gapi, j,t = γ0 +γ1Digi,t +γ2Arbi,t/Inni,t +∑
γmConi,t +λ j +λt +λp + ξ

3
i, j,t (5)

β0 γ0 β1 βm γ1 γm

ξ2
i,t ξ3

i, j,t

其中，  和  为常数项；  ~ 、  ~  为回归系数，

(4) 式中 m = 2,… ,8， (5) 式中 m = 3,… ,9； 和 为随机

误差项。

考虑在不确定环境下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

与技术赶超之间的间接传导机制将可能呈现差异化

影响，本研究借鉴温忠麟等 [75] 提出的检验方法，构建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H3a、H3b、H4a 和 H4b。具体模

型为

表  1  企业家精神综合指标

Table 1  Comprehensive Indicators of Entrepreneurship

目标层 领域层 指标层

套利型企业家精神
企业目标决策

人均固定资产

人均无形资产

企业表现 人均经济增加值

创新型企业家精神

战略创新 流动比率，期末流动资产与期末流动负债之比

组织创新 总资产周转率，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与本期平均总资产之比

经营创新 利润率，本期净利润与本期平均总资产之比

技术创新 研发强度，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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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i,t/Inni,t = c0 + c1Digi,t + c2 Meni,t/Teni,t +

c3Digi,t • Meni,t/Teni,t +
∑

cmConi,t +

λ j +λt +λp + ξ
4
i,t (6)

Gapi, j,t = d0 +d1Digi,t +d2Arbi,t/Inni,t +d3 Meni,t/Teni,t +

d4Arbi,t/Inni,t • Meni,t/Teni,t +
∑

dmConi,t +

λ j +λt +λp + ξ
5
i, j,t (7)

c0 d0 c1 cm d1 dm

ξ4
i,t ξ5

i, j,t

c1 d4 c3 d3 c3 d4

c1 d4 c3 d4

其中，  和  为常数项；  ~ 、  ~  为回归系数，

(6) 式中 m = 4,… ,10， (7) 式中 m = 5,… ,11； 和 为随

机误差项。根据温忠麟等 [75] 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

检验逻辑，  和 、  和 、  和 中至少一组回归系

数显著，表明企业家精神的中介作用受到环境不确

定性的调节。根据本研究假设，环境不确定性调节

中介效应的后半部分路径，因此在实证结果分析中

将重点关注  和 、  和 的显著情况。本研究利用

Stata 15 对 (3) 式～ (7) 式进行回归。

 3.4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全样本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
技术赶超的最小值为 0.992，最大值为 1.339，均值为

1.132，标准差为 0.074，说明中国制造企业与国际前沿

制造企业相比其技术水平在较长时间内均处于追赶

状态。数字化转型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0.861，均
值为 0.159，标准差为 0.187，说明样本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他变量的均值和标准

差数据符合现实中企业的经营情况。

 4  实证结果和分析

 4.1  特征事实分析

为识别样本企业与国际前沿企业之间的技术水

平的差距以及数字化转型的动态变化特点和趋势，

本研究用技术赶超和数字化转型在研究期间各年的

均值及其增长率绘制出折线图和柱状图进行分析，

见图 2。图 2 中，技术赶超的均值始终大于 1，虽然有

下降阶段，但整体仍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表明中

国企业与国际前沿企业之间在制造领域长期存在技

表  2  变量定义

Table 2  Definitions of Variable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技术赶超 Gap 国际前沿 99 分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比值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Dig 使用Python对企业年报进行文本挖掘

中介变量
套利型企业家精神 Arb 采用熵权法测算

创新型企业家精神 Inn 采用熵权法测算

调节变量
市场环境不确定性 Men 经行业调整的企业过去 5 年非正常营业收入

技术环境不确定性 Ten 经行业调整的企业过去 5 年专利获取数量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Age 企业自成立至观察年份的年数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Deb 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股权集中度 Sha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

资产流通率 Cur 流动资产与总资产之比

企业所有权性质 Sys 国有企业取值为 1，非国有企业取值为 0

表  3  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3  Results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ap 1.132 0.074 0.992 1.339

Dig 0.159 0.187 0 0.861

Arb 0.037 0.007 0.031 0.072

Inn 0.104 0.011 0.082 0.149

Men 1.125 0.846 0.141 5.048

Ten 0.620 0.453 0.014 2.092

Siz 22.219 1.097 20.187 25.600

Age 2.222 0.536 1.099 3.367

Deb 0.429 0.185 0.066 0.865

Sha 33.103 13.764 8.561 69.275

Roa 0.035 0.063 0.00007 0.206

Cur 0.550 0.160 0.181 0.881

Sys 0.398 0.490 0 1

　　注：样本量为8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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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差距这一事实确实客观存在，也印证了本研究设

计部分以美国、日本和德国国际企业作为赶超对象

的研究假定符合事实；数字化转型的均值呈逐年攀

升态势，表明中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规模在持续扩张，

转型程度也在不断深化。进一步观察两个变量的增

量发现，数字化转型的增长速度要显著高于技术赶

超扩大速度，经计算，2007 年至 2020 年技术赶超的平

均增长率只有 0.309%，而数字化转型的平均增速达

到 15.229%。造成一个产业技术水平变化的影响因

素是复杂的，尽管不能由此判断出数字化转型能够

成为企业技术赶超驱动要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国近年来重要发展战略所具

备的巨大驱动潜力。

 4.2  基准回归

本研究应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方法对 (3) 式进行

回归，回归时采用递进式回归，表 4 给出数字化转型

对技术赶超的基准回归结果。(1) 列未引入控制变量，

但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

应，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 0.044，在 1% 水平上

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对缩小后发企业与前沿企业

之间的技术差距具有正向作用，即数字化转型推动

了企业技术赶超。 (2) 列为加入控制变量且控制行业

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数字化转型

的回归系数为− 0.014，仍在 1% 水平上显著，再次证

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技术赶超。 (3) 列在 (2)
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数字化转

型依然在 1% 水平上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赶超，检验结

果保持不变，大部分控制变量也均至少通过了 5% 水

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控制变量的选取合适。但

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比 (1) 列有所下降，可能是部

分影响技术赶超的因素被控制变量吸收。综上，检

验结果证实数字化转型能够缩小追赶企业与前沿企

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促进企业实现技术赶超，H1 得到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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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技术赶超和数字化转型的动态变化趋势

Figure 2  Dynamic Changing Trends of Technological Catch-up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表  4  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赶超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4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echnological Catch-up

变量
Gap

(1) (2) (3)

Dig
− 0.044***

(− 9.652)
− 0.014***

(− 4.966)
− 0.014***

(− 5.050)

Siz
− 0.040***

(− 76.307)
− 0.0399***

(− 75.934)

Age
− 0.012***

(− 12.139)
− 0.013***

(− 12.954)

Deb
− 0.048***

(− 15.186)
− 0.049***

(− 15.369)

Sha
− 0.0001**

(− 2.293)
− 0.0001*

(− 1.748)

Roa
− 0.199***

(− 23.874)
− 0.197***

(− 23.852)

Cur
− 0.102***

(− 32.112)
− 0.102***

(− 32.294)

Sys 0.001
(1.112)

0.001
(0.662)

常数项
1.142***

(100.317)
2.101***

(185.511)
2.100***

(167.715)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调整的R2 0.274 0.720 0.731

样本量 8 031 8 031 8 031

　　注：括号内数据为  t 统计量， ***为在1%水平上显著， **为在

5%水平上显著， *为在10%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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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稳健性检验

 4.3.1  内生性检验

为进一步缓解由于样本自选择和互为因果可能

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

(PSM 法 ) 和工具变量法 (IV 法 ) 对 (1) 式再次进行检

验。

(1) PSM 法

表 5 的 (1) 列～ (3) 列分别为最近邻匹配、半径匹

配和核匹配原则下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赶超的回归结

果，不同匹配原则造成样本量不同程度的减少。首

先，根据企业是否开展数字化转型将全体样本分为

实验组和对照组，并以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

债率、股权集中度、资产收益率、资产流通率和企业

所有权性质作为协变量进行匹配；其次，分别以最近

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 3 种原则对样本进行匹

配，在多种匹配原则下数字化转型的平均干预效应

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匹配结果进行平衡性检

验表明大多数匹配变量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其标

准化差异小于 10%，两组样本之间的差异被显著消除；

最后，将匹配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由表 5 可知，

无论在那种匹配原则下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负，表明在考虑样本自选择问题后研究结果依

旧稳健。

(2) IV 法

借鉴张栋等 [76] 选取工具变量的思路，本研究采

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数字化转型的 5 阶滞后项和

同期同行业其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均值作为工具变

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因为选择数字化转型的滞后项

作为工具变量，使部分年份的样本观测值在实证回

归时被 ommited 掉，导致样本量减少。表 5 的 (4) 列给

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 2 阶段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赶

超的回归结果，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

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内生性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技术赶超的促进作用依旧稳健。此外，由 Anderson
LM 统计量、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和 Sargan 统

计量检验结果可知，工具变量分别通过了不可识别

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

 4.3.2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还进行了以下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为避免测量误差对回归结

果稳健性的影响，更换技术赶超的测量方法，分别采

用行业 95 分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 90 分位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与样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测量技

术赶超，采用 (1) 式重新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6 的 (1)
列和 (2) 列，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与主检验结果一致。

(2) 替换解释变量。为避免本研究采用文本挖掘

方法测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带来的“虚拟高频”，

本研究借鉴何帆等 [77] 的做法，以上市企业财务报告

附注披露的年末无形资产明细项中与数字化转型相

关部分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测量企业数字化转型，

采用 (1) 式重新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6 的 (3) 列，数字

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与主检验结果一

致。

(3) 剔除异质性样本。考虑到计算机、通信和其

表  5  内生性检验结果

Table 5  Endogeneity Test Results

变量
Gap

最近邻匹配
(1)

半径匹配
(2)

核匹配
(3)

IV法
(4)

Dig
− 0.022***

(− 4.974)
− 0.014***

(− 4.945)
− 0.014***

(− 4.945)
− 0.011**

[− 1.973]

平均干预效应
0.009***

(3.514)
0.011***

(4.365)
0.010***

(3.782)

不可识别检验 1 766.632***

弱工具变量检验 2 687.157

过度识别检验 0.367

常数项
2.090***

(118.399)
2.101***

(166.017)
2.101***

(166.211)
2.131***

[105.14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2 0.702 0.730 0.730

样本量 4 314 8 009 8 014 2 595

　　注：方括号内数据为  z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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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作为具有天然“数字性”的企业，

其企业年报中出现涉及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频率普

遍高于其他行业，故剔除该行业样本后，采用 (1) 式
重新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6 的 (4) 列；另外，由于样本

中存在部分未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即数字化转

型为 0，这些样本实际上不涉及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因此剔除数字化转型为 0 的样本企业，采用 (1) 式重

新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6 的 (5) 列。两列的回归结果

表明，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与主检

验结果一致。

(4) 延长时间窗口。考虑到企业技术赶超的长周

期性以及数字化转型实际作用于企业技术赶超可能

存在滞后性，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赶超的动态

效应和长期影响，本研究将数字化转型分别滞后 2 期～

4 期，将技术赶超前置 2 期～4 期，采用 (1) 式重新回

归进行交叉对比。回归结果见表 7，除 (6) 列中数字

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各列数字化转型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与主检验结果一致。 (6)
列中回归系数不显著也说明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赶超

虽然具有长效性，但对超过时间范围的企业赶超绩

效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综上，除了在前置技术赶超 4 期的情况下数字化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6  Robust Test Results

变量
Gap 95 Gap 90 Gap

(1) (2) (3) (4) (5)

Dig
− 0.015***

(− 5.730)
− 0.013***

(− 5.149)
− 0.016***

(− 3.665)
− 0.013***

(− 3.876)
− 0.014***

(− 4.957)

常数项
2.044***

(177.681)
2.004***

(182.220)
2.108***

(168.497)
2.089***

(151.490)
2.084***

(150.25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2 0.708 0.699 0.730 0.718 0.747

样本量 8 031 8 031 8 031 6 901 6 816

表  7  延长时间窗口的回归结果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for Extended Time

变量
Gap F2.Gap F3.Gap F4.Gap

(1) (2) (3) (4) (5) (6)

L2.Dig
− 0.017***

(− 4.688)

L3.Dig
− 0.017***

(− 3.823)

L4.Dig
− 0.013**

(− 2.485)

Dig
− 0.016***

(− 3.762)
− 0.014***

(− 2.717)
− 0.009

(− 1.377)

常数项
2.109***

(140.475)
2.128***

(127.297)
2.121***

(114.017)
2.057***

(119.747)
2.042***

(102.191)
2.006***

(86.16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2 0.742 0.744 0.750 0.672 0.644 0.616

样本量 5 356 4 292 3 374 5 356 4 292 3 374

　　注：L2.Dig ~ L4.Dig分别为滞后2期～4期的数字化转型，F2.Gap ~ F4.Gap分别为前置2期～4期的技术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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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回归系数不显著，其余检验结果均表明数字化

转型对缩小后发企业与国际前沿企业之间的技术差

距呈现出高度显著性，即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助力

企业技术赶超，证实本研究结果具备稳健性和长效性。

 4.4  异质性检验

 4.4.1  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

中国技术赶超是在转型的所有制制度、多样的

技术体制、多层次的市场空间和新兴的全球网络四

位一体的情景下展开的 [78]，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经营

目标和经营环境具有显著差异，国有企业常常在推

动国家经济发展中承担更多国家战略任务和社会责

任。因此，本研究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分为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采用 (1) 式进行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 8 的 (1) 列和 (2) 列，数字化转型的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非

国有企业技术赶超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进一步

观察发现，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对后发国有企业技术

赶超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制造企业

技术赶超更符合当下国有企业承担的战略任务和社

会责任，同时“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度实施使全国范

围数字经济水平得到快速提升，而国有企业对政策

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响应速度，能够更加显著地获

得由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机会窗口。另一方面，则可

能与国有企业自身的资源和政策优势有关。因为其

政治依附关系，国有企业常常可以获得巨大的体制

资源和政策优势，综合承载力明显高于大多数其他

性质企业，因此更有条件和能力承担技术赶超过程

中的风险，弥补效率损失，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化转

型为企业技术赶超带来的追赶效应。

 4.4.2  要素密集度异质性

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企业其要素投入、资本结构

和数字技术适应性等方面都具有较大差异，不仅对

企业技术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而且有可能使数字化

转型的技术赶超效应出现异质影响。已有研究表明，

数字技术对后发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会根据行业对

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呈现出后发优势或先发优势的异

质效果 [79]。因此，借鉴李雪冬等 [80] 对制造业的分类

标准，本研究将样本分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

劳动密集型，基于企业要素密集度就企业数字化转

型对技术赶超的作用进行分样本检验。检验结果见

表 8 的 (3) 列～ (5) 列，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技术密

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技术赶超，且数字化

转型对技术密集型企业技术赶超的促进作用更强，

但对缩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技术差距并没有呈现显

著促进效果。可能原因在于，首先，具备较高人力资

本、研发能力和技术积累优势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在

追赶前期具有与数字技术更高的融合程度，能够较

早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进而拥有更为充裕的

时间和技术能力基础实现数字发展战略和数字技术

与自身比较优势的有机结合，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

同时传统有形资产比数据、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作用较小，因此技术密集

型企业比资本密集型企业展现出了更为显著和高质

量的技术赶超成效。其次，企业无论是关键核心技

术的突破还是数字化转型都需要较高资本投入和技

术能力要求，两者成功的关键均在于智能设备应用

和技术研发的投入，而这些正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

劣势所在，因此劳动密集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没有表

现出显著促进技术赶超的作用。

 4.4.3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异质性

相对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削弱跨国企业的

独占力量，同时还会减少后发国的技术转让费用。

但同时，由于数字化转型高度依赖的数据、信息等无

形资产极易复制和传播的特性，意味着如果对知识

产权保护的力度不足，将会严重打击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积极性。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低将有可

表  8  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8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变量

Gap

非国有
企业
(1)

国有
企业
(2)

技术密
集型
(3)

资本密
集型
(4)

劳动密
集型
(5)

低知识产
权保护度

(6)

高知识产
权保护度

(7)

Dig
− 0.008**

(− 2.530)
− 0.027***

(− 4.839)
− 0.013***

(− 4.756)
− 0.012*

(− 1.683)
− 0.019

(− 1.096)
− 0.006

(− 1.464)
− 0.021***

(− 5.306)

常数项
2.132***

(114.100)
2.104***

(111.530)
2.074***

(156.700)
2.101***

(88.591)
1.897***

(30.061)
2.138***

(114.792)
2.110***

(121.9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2 0.753 0.703 0.760 0.764 0.682 0.744 0.729

样本量 4 836 3 195 5 475 1 634 922 3 991 4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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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赶超产生异质性影响的重

要因素。本研究以省份每年侵权纠纷案累计结案数

量占累计立案数量的比重测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异质性视角分析数字化转型对

后发企业技术赶超的影响，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

局统计年报。本研究根据知识产权保护度中位数将

样本分为低知识产权保护度和高知识产权保护度两

组，就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赶超的作用进行分样

本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8 的 (6) 列和 (7) 列，数字化转

型仅对高知识产权保护度地区的企业技术赶超发挥

了显著促进作用。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知识产权

保护的“独占性”保障了所有者的权益，数字化转型

成果被剽窃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增强了企业开展

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同时高知识产权保护度也能够

激发市场的有序竞争，为企业技术赶超打造良好的

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权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产权制

度的“公开性”也为技术成果的扩散提供了纽带和

契机，信息披露要求创作者将成果以专利或文献等

形式向全社会公开，权责分明的保护制度也使后发

企业通过正规合法途径获取所需技术，增强了数据

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流通速度，继而推动新产品和新

技术的研发，加速实现技术赶超目标。

 5  条件过程分析

 5.1  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

基于 (2) 式和 (3) 式，本研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

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与技术赶超之间的中介作

用进行检验。表 9 的 (1) 列和 (2) 列给出套利型企业

家精神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套

利型企业家精神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套利型企业

家精神对技术赶超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 (2) 列的

数字化转型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小于表 4 的 (3) 列的基

准回归结果，说明套利型企业精神在数字化转型与

企业技术赶超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即随着数

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受到抑制，

反而有利于企业技术赶超，H2a 未得到验证，且呈现

出与假设完全相反的作用方向。一方面，可能是由

数字化转型规模约束的影响导致的。数字化转型初

期，其释放的套利能力提升、套利风险降低等红利能

够充分调动套利型企业家精神，而环境中原本竞争、

分散的知识随着数字化转型规模的持续扩大得以统

一和连贯，套利机会被广泛传播，导致套利型企业家

精神所能发挥的余地被不断压缩，逐渐脱离了企业

持续谋取超额利润的目标。对于后发企业，当下能

够通过模仿创新实现技术赶超可能性越来越小，不

利于套利型企业家精神的充分释放 [81]。另一方面，

技术后发优势悖论表明，想要仅依靠模仿创新实现

对前沿企业的技术赶超存在较大困难，尽管模仿套

利带来的成本优势是可观的，但其附加的正反馈和

自我强化效应也是后发企业形成模仿套利路径依赖

从而造成企业核心能力刚性的重要原因 [82]。随着技

术赶超阶段的演进，企业家难以再仅通过对机会的

警觉创造出对于竞争对手的先发优势，进而导致后

发企业陷入“赶超陷阱”，因此造成了套利型企业家

精神对技术赶超边际效益递减，甚至阻碍技术赶超。

表 9 的 (3) 列和 (4) 列给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中

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数字化转型对创新型企业家精

神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对技术

赶超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 (4) 列的数字化转型回

归系数的绝对值小于表 4 的 (3) 列的基准回归结果，

说明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赶

超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即数字化转型通过促

进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推动了企业技术赶超，

H2b 得到验证。

表  9  企业家精神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9  Test Results for Mediating Effects of Entrepreneurship

变量 Arb
(1)

Gap
(2)

Inn
(3)

Gap
(4)

Dig
− 0.003***

(− 7.893)
− 0.013***

(− 4.540)
0.001**

(2.086)
− 0.011***

(− 4.612)

Arb
0.424***

(5.681)

Inn
− 2.279***

(− 48.284)

常数项
0.005**

(2.488)
2.098***

(167.820)
0.063***

(24.189)
2.244***

(196.7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2 0.318 0.732 0.474 0.792

样本量 8 031 8 031 8 031 8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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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不确定环境的调节效应

基于 (4) 式和 (5) 式，本研究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

应模型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家精神中介效应的

调节作用。表 10 的 (1) 列和 (2) 列给出市场环境不确

定性对套利型企业家精神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检验

结果， (1) 列中，数字化转型对套利型企业家精神的回

归系数为− 0.003，在 1% 水平上显著； (2) 列中，套利型

企业家精神与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为 0.075，但不显著。表明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在数字

化转型与技术赶超之间中介效应的后半程并没有受

到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H3a 未得到验证。这可

能与企业家在赶超决策过程中的风险容忍度或风险

抵抗能力有关，市场环境不确定性有利于套利机会

的增加，这些机会有助于潜在套利型企业家精神的

发挥。但由于消费者需求和偏好正在经历快速变化，

增加了企业预测消费者反应的难度，即使这些新套

利机会对于技术赶超的可行性是被充分证明的，对

于风险容忍度或风险抵抗能力较低的后发企业而言，

转化这些机会也是一种次优选择 [83]。因此，市场环

境不确定对后发企业家技术赶超而言既是机遇又是

风险，风险容忍度高或风险抵抗能力强的企业会利

用市场环境不确定产生的套利机会将注意力转移到

培育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当中，从而通过套利展开赶

超；而风险容忍度或风险抵抗能力较低的企业即使

识别到了机会，也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套利型企业

家精神的培育和实践中。表 10 的 (3) 列和 (4) 列给出

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中介效应的

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3) 列中，数字化转型对创新型企

业家精神的回归系数为 0.001，在 5% 水平上显著； (4)
列中，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与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交互

项的回归系数为− 0.151，在 1% 水平上显著，且与创

新型企业家精神对技术赶超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同。

表明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与技术赶超之

间中介效应的后半程受到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正向

调节，H3b 得到验证。

表 11 的 (1) 列和 (2) 列给出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对

套利型企业家精神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1) 列中，数字化转型对套利型企业家精神的回归系

数为− 0.003，在 1% 水平上显著； (2) 列中，套利型企业

家精神与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 0.233，在 10% 水平上显著，且与套利型企业家精神

对技术赶超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反。表明套利型企业

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与技术赶超之间中介效应的后

半程受到技术环境不确定性的负向调节，H4a 得到验

证。表 11 的 (3) 列和 (4) 列给出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对

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表  10  市场环境不确定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10  Test Results for Moderating Effects of Market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变量 Arb
(1)

Gap
(2)

Inn
(3)

Gap
(4)

Dig
− 0.003***

(− 7.526)
− 0.013***

(− 4.458)
0.001**

(1.981)
− 0.012***

(− 4.663)

Men
0.001***

(10.278)
0.001**

(2.274)
− 0.001***

(− 5.647)
0.0001
(0.134)

Dig • Men
− 0.001*

(− 1.674)
− 0.001*

(− 1.846)

Arb
0.385***

(5.045)

Arb • Men
0.075

(1.245)

Inn
− 2.289***

(− 48.335)

Inn • Men
− 0.151***

(− 3.745)

常数项
0.004**

(2.366)
2.098***

(167.692)
0.064***

(24.438)
2.246***

(196.5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2 0.327 0.732 0.477 0.792

样本量 8 031 8 031 8 031 8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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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中，数字化转型与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交互项对

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回归系数为− 0.005，在 1% 水平

上显著； (4) 列中，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与技术环境不确

定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918，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明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与技术赶超之

间中介效应的前半程和后半程均受到技术环境不确

定性的调节，又根据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与技术环境

不确定性交互项回归系数的符号与创新型企业家精

神对技术赶超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同，证明技术环境

不确定性对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中介效应的后半程发

挥正向调节作用，H4b 得到验证。

此外，本研究也对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和环境

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进行了 PSM 和 bootsrap 等稳健

性检验，结果均稳健。

 6  结论

 6.1  研究结果

随着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不断深化，本研

究立足于不确定复杂环境下中国制造业关键核心技

术领域“低端锁定”这一典型事实，通过引入市场环

境不确定性和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作为影响技术赶超

的重要权变因素，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

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基于企业家精神视角探

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赶超国际前沿的异质性影

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研究结果。

(1) 数字化转型通过帮助后发企业克服技术、技

术标准和成本三大进入壁垒，促进企业技术赶超。

(2) 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知识产权保护度地区企业的技

术赶超促进作用更强。

(3) 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数

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赶超之间的关系中均发挥中介

作用，但这种中介作用存在差异。套利型企业家精

神在数字化转型与技术赶超之间起负向中介作用，

即数字化转型通过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套利性推动企

业技术赶超。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与技

术赶超之间起正向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通过促

进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技术赶超。

(4) 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套利型企业家精神中介

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正向调节了创新型企业家

精神的中介效应。

(5) 技术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套利型企业家精

神的中介效应，正向调节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中介

效应。

 6.2  理论贡献

(1) 从技术赶超视角检验数字化转型这一重要的

表  11  技术环境不确定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11  Test Results for Moderating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变量 Arb
(1)

Gap
(2)

Inn
(3)

Gap
(4)

Dig
− 0.003***

(− 7.898)
− 0.013***

(− 4.582)
0.001

(1.065)
− 0.013***

(− 5.164)

Ten
0.001***

(5.715)
− 0.003***

(− 2.769)
− 0.002***

(− 6.557)
− 0.006***

(− 6.960)

Dig • Ten
− 0.001

(− 1.582)
− 0.005***

(− 3.571)

Arb
0.455***

(6.048)

Arb • Ten
− 0.233*

(− 1.865)

Inn
− 2.377***

(− 50.366)

Inn • Ten
− 0.918***

(− 12.307)

常数项 0.002
(1.135)

2.105***

(164.392)
0.067***

(25.042)
2.283***

(194.7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2 0.321 0.732 0.478 0.797

样本量 8 031 8 031 8 031 8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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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经济范式对微观企业技术赶超的影响，丰富

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既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研究范畴，将其转型成效从一般性的技术进步

延伸至技术赶超，又辨别了影响技术赶超的新因素，

有益补充了关于技术赶超前因变量的理论认识。目

前关于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企

业绩效、创新水平和技术能力等产生的促进作用方

面 [84−85]，但绝对指标的评判标准并不意味着企业能够

在全球竞争环境中取得相应的回报，技术差距不变

甚至加大在上述指标优化的前提下都是有可能发生

的。本研究以国际前沿企业为追赶目标，通过构建

动态的相对技术差距指标测量后发企业数字化转型

对技术赶超的作用，发现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赶超具

有正向促进作用。

(2) 从企业家精神角度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技术

赶超的作用机理，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数字化转型

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关系的理论解释，而且为数字化

转型向技术赶超行为传导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的理论认识。已有研究

分别从制度观、网络观和能力观等视角 [8,10]，用案例

探讨后发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缩小技术势差

的机制，但对微观个体层面尤其是企业家精神层面

探索的呼吁不足。本研究关注企业家精神，以柯兹

纳和熊彼特两套企业家理论为指导，考虑数字化转

型通过改变企业家认知并作用于技术赶超，发现套

利型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

与技术赶超之间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

(3) 通过环境不确定性界定了数字化转型影响后

发企业技术赶超的情景，将 KNIGHT[42] 的不确定性理

论与柯兹纳和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相联系，探析市

场环境不确定性和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家精神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后发企业技术赶超之间中介效

应的影响。研究结果既丰富了不确定性理论在不同

情景下的应用，又拓展了不确定性理论的调节效应

机制，也为后发企业在特定情景下有效利用相关因

素和条件选择激发恰当的企业家精神以实现赶超提

供理论借鉴。

 6.3  实践启示

(1) 充分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加速推进企业数

字化转型进程。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企业实现技术赶

超的重要驱动力，一方面，企业要全方位引入和应用

不断发展的新兴数字技术于企业战略决策、生产研

发和营销管理全过程，积极构建契合数字化战略需

要的数字企业，进一步巩固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追赶

效应。另一方面，政府要积极引导企业开展数字化

转型，完善数字化配套基础设施和服务建设，“因企

制宜”平衡好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

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力度，在保持技术密

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赶超优势的前提下，加强劳动密

集型企业数字化改造。

(2) 倡导并培育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激发其对技

术赶超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实现技术赶超，企业家

重任在肩。首先，要实行动态的数字发展策略。企

业要充分理解数字化对于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明

确套利和创新的侧重点，适时制定“数字  + 企业家”

的阶段性发展战略，并根据数字化进程的持续发展，

动态调整和优化创新创业行为，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数字化的赋能效应。其次，在企业内部将营造多元

化、包容性和崇尚创新的企业文化作为一个基点，加

强遴选机制和学习机制建设。通过遴选机制，筛掉

虚有其表的投机者，激励真正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

意愿的人才，规避策略性创新行为；通过学习机制，

不断为企业积累技术知识，为发挥创新型企业家精

神提供充足的知识存量，不断培养并形成企业技术

核心能力。

(3) 加强企业家精神与外部环境的协同，推动企

业家精神支撑环境建设。尽管不确定的市场和技术

环境激发了企业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但并不表示需

要刺激不确定性，要规避单纯强调环境不确定的激

励作用。对企业而言，应正确认识外部环境变化，根

据外部环境调整企业家精神配置，通过不断搜寻并

获取由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不确定构成的市场知识

和技术知识，形成新的思维方式，主动面对不断变化

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对政府而言，针对企业家

精神的不同外在表现和行为实践，动态调整与企业

的交互战略，将环境动态发展维持在可控范围。例

如，当出现过高技术环境不确定时，可由政府替代企

业进行技术选择，人为调控企业所处的技术环境状

态。中国政府干预的一项典型特征就是以 5 年为周

期阶段性预设整体技术发展方向和目标，这反映了

以政府意愿为导向的技术选择和追赶趋势。对于市

场环境，政府可推动建立竞争导向的技术进步激励

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充分有序竞争，既能刺激

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又不干扰市场的经济主体作

用。

 6.4  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

首先，根据本研究结果，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并没

有展现出正向的追赶效应，除了前文提及的因素，还

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后发企业技术赶超进入到更为后

期的阶段。换而言之，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在技术赶

超前期阶段可能具有正向追赶效应。因此，后续研

究可以尝试扩大研究时间范围，对中国后发企业技

术赶超成效进行分阶段检验，继续探索企业家精神

在数字化与技术赶超之间的中介作用；或者重新构

建检验企业家精神中介作用非线性特征的检验模型，

扩展本研究框架。其次，未来可基于不同视角继续

深挖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赶超影响的其他作用路径，

丰富理论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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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Facilitates Latecomer Firms′ Technological
Catch-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

MA Liang1，GAO Jun1，ZHONG Weijun2，LI Yaning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2, China

Abstract：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competitive base of enterprises. The different market competit-
ive power no matter strength or weakness is only contemporary situation that can be changed all the time. Meanwhile, entre-
preneurship, as an endogenous force driving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has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strategic
decision of latecomer enterprises to catch up. In this critical period, how to grasp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late-
comer enterprises and how to use entrepreneurship as a driving force to find a catch-up path in line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
ics has become a key issue to be solved by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an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atch-up, integrated Kozner′s entrepreneurial ar-
bitrage theory and Schumpeter′s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theory, this study uses the data of lis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20, and adopt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 as international
frontier catch-up targets. The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echnological catch-up of late-
comer enterprises, contrast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tial performance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ownership, factor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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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also construc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ith arbitrag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
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as mediating variables and market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and technology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to test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echnological catch-up.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echnological catch-up of latecomer firms.The hetero-
geneity  test  show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catch-up  of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firms, technology-intensive firms, capital-intensive firms, and firms in regions with high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show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promote technological catch-up by inhibiting arbitrage entrepreneur-
ship and promoting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The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test  shows that  market  environment  uncer-
tainty does not significantly moder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rbitrage entrepreneurship and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mediat-
ing effect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rbitrage entrepreneurship and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The study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riving technological catch-up for latecomers and provides mi-
cro-level empirical support for technological catch-up theory.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olicy
formulation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for  technological  catch-up  of  entrepreneurially  oriented  latecomers.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at  in  order  to  maintain  a  long-last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late-developing firms should  not  only  con-
sider the exclusivity of value, but also focus on value creation.
Keywords：digital transformation；technological catch-up；arbitrage entrepreneurship；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market en-
vironment uncertainty；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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